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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劉屹著。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
418頁。人民幣50元。

相較於中國佛教研究領域，道教研究，特別是中國中古時期的道教研
究，由於其特殊性，是一門研究群體較少卻有驚人積累、且帶有某種
世界性格的研究領域。其特殊性在於，研究者在進入中古道教研究之
前，必須先面對漢末至隋唐時期大量難以繫年的道教經典，而二十世
紀初期在敦煌出土的一批道經，則是為中古道經繫年的關鍵材料。也
因如此，最初獲得敦煌出土文物的英、法、日等國的研究者，便在此
基礎上各自展開了開創性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業績。前文所言中古
道教研究的世界性格，便在於此。換句話說，中古道教的研究者除了
必須掌握道經等傳統文獻，如《道藏》外，還須對敦煌等相關出土文物
有所了解，並具備一定程度的語言能力，並且得不斷地更新相關研究
的最新情況。

本書作者、現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的劉屹先生（後文皆
稱作者），即兼具前述各項研究能力，允為當前中古道教研究群體中
的佼佼者。在此書問世之前，已出版專書三部。1 綜觀三作後當可發
現，從首部書名所揭示的「敬天與崇道」與「經教道教」起始，作者以
中古時期信仰世界出現「崇道」現象的變化為中心思想，進而在道經的
基礎上一點一滴地拼湊出道教當時的景況，可以說是貫穿兩部前作的
書寫基調。這本《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或許可以被視為作者階段性的
研究成果：以敦煌道經的考釋為核心，批判性地繼承前人的研究業
績，並以此為基礎，試圖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出中古道教史──儘管作
者在書中並未如此明言這一意圖。

本書是中國國家重點出版規劃項目「敦煌講座書系」22部作品中
的一部，除了目錄與主體部分，以及敦煌學大家榮新江先生為書系所
撰的〈總序〉，另有「參考文獻」與〈後記〉。全書共分為15章，在書寫
方式上，除卻第一章〈導論〉未專論個別經典外，從第二章〈《太平經》

1 分別是《敬天與崇道—中古經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華書局，
2005）；《神格與地域—漢唐間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經典與歷史—敦煌道經研究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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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太平傳統」〉伊始，到第十五章〈敦煌本《老子化胡經》〉為止，各
章皆先以同性質的經典群（第三至七章）、或單一經典（第二、八至
十五章）的敦煌道經為主要分析對象，再試圖重構出經典所反映或代
表的道教史樣貌。就書寫策略而言，可見作者別具匠心：在時間上，
各章所論的經典大致按其成立的時代作編排，由南北朝初期至唐初；
在地域上，則由作者認為教義儀軌大備的南方，漸次向北方推進。而
作者對於中古道教史的獨特理解，很大程度上已具體呈現在章節安排
之中。下文將簡介各章論旨，若有可商榷處，則分別附論於其後。

作者在第一章〈導論〉以道經的來源為依歸，歸納出道家諸子及註
疏、漢晉仙道技術書、符咒法力類道書、天啟傳統的道書、神仙降書
和道神傳經說法等六種源頭，從這六種來源，約略可以看出信仰典範
的轉移過程。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指出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
太上老君這三位中古道教主神的出現與定型，意味著中古道教走上不
斷經教化的發展模式，而其經典創造則在劉宋至唐初達到高峰。隨著
經典的大量出現，道經的分類體系也相應產生；作者以陸修靜的〈三
洞經書目錄〉及其後的三洞四輔分類法為主，介紹中古時期道藏的形
成與發展；最後則概述敦煌道書的情況。從本章可以清楚看出作者試
圖在「經教道教」的概念下，以文本為中心來勾勒出道教發展史的雄
心。而作者在近年發表的諸篇論文當中，有別於學界的成說，力證古
靈寶經典群「仙公系」的作成年代要早於「元始系」的看法，在此也正
式成為其道教史的發展論述，這部分評介詳見後述。本章較啟人疑竇
者，是幾處關於「道神」的說法（頁6–7，9–10）。以評者目前所見的史
料，除了法琳《辯正論》以外，尚未發現有「道神」的用法，這或許是
作者自鑄的新詞。就詞意而言，文中首處用例相對於「天神」出現，作
者認為道教裏在天上的神靈不再是「天神」，而是「道神」；但從本質上
來說，這顯然無法涵蓋道教神仙世界的諸神靈，特別是並非自「道」所
演化、而是由信者所修道成仙者。另一用例則明確定義「道神」為「道
教所尊奉的最高神格」，即前述元始天尊等三位神靈；但不論是在道
經或學界，都早已使用「三清」一詞來指涉這三位至尊神，在此情況
下，若無更周延的定義或特殊需求，或許仍從成說為宜，以免混淆。

第二章〈《太平經》與「太平傳統」〉，作者以敦煌道書唯一一件《太
平經》寫本（S.4226）為中心，在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詳細地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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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寫本內容、寫本所論及其與諸經典，如《百八十戒序》、《想爾》（《老
子想爾注》）、《玄妙內經》之間的關係等，最後推測這件寫本的作成時
間可能是北朝末年，而經典作者的背景並不是學界向來所主張的上清
派人物，而是天師道教徒等甚具新意的結論。本章展示了作者過人的
統合力與聯想力，作者在比較、分析為數不多的史料，力圖呈現中古
道教其實有著東部太平傳統；特別是作者指出五斗米道在曹魏晉初南
傳東渡後，對於固有太平傳統的態度在東晉南朝間有著由負轉正的變
化，從而影響了S.4226的撰成，這一看法值得重視。這也正是繼陳寅
恪提出天師道東部傳統的重要性後，2 較少為學界所措意之處；作者
在本章所揭示的研究手法與視角，無疑已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指
南。在分析S.4226與唐末成書《太平經鈔》關係的問題上，作者著重
S.4226中的上清因素；而就「太平部卷第二」這一尾題的討論，則未
有明確的看法。關於此點，除了三洞體系成立年代這一線索外，進一
步比對其他敦煌道經的書寫形式或許是可行的方式。此外，作者繼承
了陳國符的觀點，認為漢代以來的《太平經》在思想與現實上已不合於
南北朝經教道教的發展大勢，中古道教對《太平經》只是一種古老傳統
的承繼。但這似乎仍難解釋天師道為何需要如作者所述，大費周章地
藉上清經的神話將《太平經》與老子嫁接，甚至還為其在道經七部分類
體系中留下位置，以及唐末仍有《太平經鈔》等現象。

第三章〈《老子想爾注》與《老子變化經》─兩部「漢中舊典」質疑〉
如章題所述，本章以兩部《正統道藏》未收、而學界大多認為是漢末作
成的重要敦煌寫經為分析重點，作者在麥谷邦夫、小林正美和楠山春
樹等人的研究基礎上，追索經中的思想因子與時代思潮的關係，並參
合道教主神信仰的變化，認為這兩部經典的漢末作成說難以成立，其
中《老子想爾注》應成立於南北朝，《老子變化經》則為南北朝末或隋
初所新作成者。在《想爾注》的南北朝成立說部分，作者特別整理出麥
谷邦夫和小林正美的觀點，其中麥谷氏著重分析經典裏所呈現的諸多
思想在思想史上的變化，從而証明經典成立年代的研究取徑相當值得

2 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金明館叢稿初編》（臺北：里仁書局，
1981），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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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3 作者在處理《想爾注》這部對道教史有重要意義的經典繫年問
題時，儘管傾向南北朝成立說，但其併陳諸家說法並詳述其優劣的開
放態度，亦值得學習。

相較於其他各章，第四章〈敦煌上清經寫本的特點〉，作者在此介
紹了十餘種上清經寫卷的基本情況，但包含圖版在內，篇幅不到20

頁，與學界相左的意見也較少。不過作者在「概說」一節所指出的一項
學界研究成果相當重要，即不論是從中古時期的道經分類體系而言，
抑或是如小林正美所考察南北朝至初唐道教的經籙受法階位情況來
看，上清經系無疑都處於最高位階；但是卻出現在《無上秘要》被徵引
次數多於靈寶經典的上清經典，在敦煌寫卷出現的比例卻遠低於靈寶
經系的現象。這究竟是敦煌獨有的情況，抑或是南北朝末至唐初道教
的普遍現象，應是值得追索的課題。對此，作者認為正是因為上清經
在受籙次序中位階最高，因此數量少於靈寶等經是正常情況（頁
102）。若然，則作為法位初階所傳授的太玄部《道德經》或洞神部《洞
淵神咒經》，其抄經數應高於靈寶經；但據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
所示， 4 敦煌《道德經》等寫卷為50餘件，《洞淵神咒經》30餘件，皆
遠低於靈寶經的250餘件。此外，作者雖然贊同小林正美關於唐代道
士皆由正一法位逐次向上受籙，最後達至上清經籙，亦即唐代道士都
是天師道士的看法（頁102–103，378–380）；但又認為「唐代上清教
團是極為興盛的」（頁101），其說法前後似有矛盾之處，且對唐代的
上清教團亦未有清楚的說明。此外，關於敦煌地區達到最高法位的道
士可能較少，此與全國道教的基本情況大致吻合的看法，也並未提供
其根據（頁103）。

自從大淵忍爾從敦煌道經當中整理出擬為宋文明所作《通門論》裏
所轉錄的〈靈寶經目〉（P.2861、P.2256）以來，古靈寶經的研究引起學
界重視，並有突破性的進展與業績，且古靈寶經的寫卷亦是敦煌道經

3 麥谷邦夫：〈「老子想爾注」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57（1985），頁75–
107；中譯可參考麥谷邦夫著，李龢書譯：〈論《老子想爾注》〉，《早期中國史研
究》5.1（2013），頁1–40。

4 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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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數量最夥者。由是之故，作者在此書以第五章〈古靈寶經研究的
基礎問題〉、第六章〈仙公系靈寶經簡述〉和第七章〈元始系靈寶經簡
述〉共三章近百頁的篇幅，提出了迥異於學界的看法。其中最具顛覆
性的問題意識，則集中於第五章，餘二章主要在此基礎上，分別對古
靈寶經典群逐一進行論述。第五章第一節「敦煌本『古靈寶經目錄』的
新釋讀」裏，作者主要針對學界向來有爭議的「第五篇目」部分作解
析，並在大淵忍爾、小林正美和王卡三位學者的釋讀基礎上，重新對
「第五篇目」的內容作出了相對合理的釋讀。而在此目錄的底本問題
上，作者認為陸修靜在元嘉十四年（437）作〈靈寶經目序〉時已對古靈
寶經的真偽問題作出甄別，當時甄別出的元始舊經僅為10卷，到了
太始七年（471）〈三洞經書目錄〉中則已增為21卷；而敦煌本的目錄
即是在471年底本上作成。作者在此亦提出傳為陸修靜所作的《太上
洞玄靈寶授度儀表》，應與〈靈寶經目序〉同時作成的看法；這裏或許
還可以補充〈靈寶經目序〉有「余少耽元（玄）味，志愛經書」，而《太上
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亦有「玩習神文，耽味玄趣」的同質性文字，以資
相佐。然而，作者對於「第五篇目」的釋讀成果在內容上雖較合理，但
除了增補太多文字外，對目錄裏「篇目云」的理解上也不合於此目錄的
書寫習慣。就此而論，王卡的釋讀成果應較穩當。

在第五章第二節「古靈寶經形成的問題」裏，作者從〈靈寶經目〉
所載新舊經系的卷數問題、「新、舊」的理解問題、新舊經系當中的主
神等方面出發，重新討論了「元始舊經」、「仙公新經」的作成時間問
題，最後得出迥異於學界向來認為「元始先出，仙公後出」的爭議性結
論：仙公經系應是葛巢甫先在400年左右所造，420年以後再由天師
道教徒陸續造出元始經系；到了六世紀末，元始系經典已全部造作完
畢（頁158–159）。其實作者早在2008年便已陸續發表和本章相關的
論文，5 而本書出版於2013年底，算是作者對其研究成果的系統論
述。儘管如此，就以評者所見，目前除了古靈寶經研究的專家王承文
外，這一看法在學界並未引起迴響。日本學界的古靈寶經研究代表者
小林正美在近期的兩篇論文當中，對於古靈寶經新舊經系的問題，除

5 劉屹：〈「元始系」與「仙公系」靈寶經的先後問題—以「古靈寶經」中的「天尊」
和「元始天尊」為中心〉，《敦煌學》27（2008），頁27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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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強部分史料與理論外，仍維持其原初的看法。6 王承文則對此投
以較大的關注，自2012年起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就相關問題作考論，
其基本立場與學界主流較一致，此系列論文目前仍在陸續發表中。7

本書的前半部，主要著墨在形成日後經教道教主流的上清、靈寶
等南方經系的考訂與詮釋；在本書的後半部，作者開始將眼光轉向江
南的其他傳統和時代較晚的南朝代表性道經，以及北朝到唐初經教道
教的形成過程。第八章〈神鬼信仰的經教化─十卷本《洞淵神咒經》
與江南地方信仰〉在分析敦煌本《洞淵神咒經》應大體保持晉唐以來十
卷本的樣貌，而非今日所見的二十卷本後，由此論述江南固有的地方
信仰如何透過十卷本《神咒經》整合入經教道教中，從而影響日後道教
發展的經過。第九章〈以內教而升玄──敦煌本《升玄內教經》概述〉
和第十章〈公元七世紀初道教經教思想的代表作─《太上洞玄靈寶業
報因緣經》〉分別討論兩部具代表性的南朝道經《升玄內教經》和《業報
因緣經》，作者認為成書於南朝末年的《升玄經》是一部靈寶經教法內
部的判教作品，代表著六朝修道理論對於過去靈寶經的一種超越；而
七世紀初的《業報因緣經》則融合南方的上清、靈寶等諸信仰傳統，又
吸取佛教的修行和理念，從而充實了道教的內涵。作者在《升玄內教
經》的卷次問題上未作出明確的處理，而對《業報因緣經》的思想討論
則缺乏深入的縱向比較，從而削弱了讀者對於此經所具思想代表性的
認知，殊為可惜。

從第十一章〈採撮與改換佛經而成的《太上靈寶元陽經》〉、第

6 小林正美：〈道教史のパラダイム轉換〉，《駒沢大學佛教學部論集》43（2012），
頁15–33；〈仙公系靈寶經の編纂時期と編纂者について〉，《早稻田大學大學院
文學研究科紀要．第1分冊》58（2013），頁21–37。

7 王承文：〈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的分類及其內在關係考釋—以《靈寶
五篇真文》與《道德經》的關係為中心〉，《敦煌學輯刊》，2012年第3期，頁42–
60；〈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的分類及其內在關係考釋之二—以古靈寶
經「三洞經書」觀念的傳承為中心〉，《敦煌學輯刊》，2013年第2期，頁20–39；
〈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和「新經」出世先後考釋—兼對劉屹博士系列質疑的答
覆〉，《中山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頁77–94；〈中古道教「步虛」儀的起源與
古靈寶經分類論考—以《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學學
報》，2014年第4期，頁68–90；〈陸修靜道教信仰從天師道向靈寶經轉變考論
（上）—以陸修靜所撰《道門科略》為起點的考察〉，《宗教學研究》，2014年第2
期，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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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章〈北朝末年道教經典的代表─《太上妙法本相經》〉到第十三
章〈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概述〉，作者在分析各部經典成立過程
的同時，具體揭示這三部從北朝到唐初的道經如何透過吸收與轉化佛
教經典，逐漸強化自身思想高度的過程。第十四章討論的是〈《三洞
奉道科誡儀範》與唐初經教道教的體制化〉，《三洞奉道科誡儀範》向來
被視為是中古道教規範文類的代表作，反映了中古時期道教追求的理
想範式與具體實踐，是道教史上的重要材料。圍繞著經典的成立問
題，學界主要有梁末說、隋代說、唐初說三種。作者從大一統的時代
氛圍、《三洞奉道科誡儀範》與其他經典的對應關係、經文與皇室的密
切關係等面向進行分析，認為唐初說最具說服力。在終章〈敦煌本《老
子化胡經》〉中，作者依據《老子化胡經》卷八出現「奉敕對定」的文字，
指出卷八應出自武周而非高宗時期，並細緻地考訂出經中出現的「罽
賓化胡說」為劉宋的產物，而「于闐化胡說」則是要到唐玄宗下詔新編
十卷本《化胡經》時才可能出現，此說其實也反映了唐代向中亞擴張經
營的背景；而十卷本《化胡經》對太上老君的極度崇拜與老子化摩尼的
描述，則充分體現了玄宗時期的時代特徵。

在近年的華文道教學界，中古道教史的專著並不多，本書可說是
完全以敦煌道經為基底，嘗試藉此來建構中古道教史全貌的首部著
作。就此點而言，本書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與貢獻。在內容上，作者
從「經教道教」的概念出發，以敦煌道經為主要分析對象，並且在全面
掌握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透過紮實綿密的文獻考訂，以及獨
到的詮釋角度，力圖重構出有別於一般認識、更符合於經典內在理路
發展的中古道教史；並在此成果上，再進一步為道經作出更精準的繫
年，這無疑是重要而大膽的研究取徑。儘管學界在此領域已積累為數
驚人的成果，但目前卻仍缺乏像本書在既有業績的基礎上，結合自身
觀點對中古道教史作出體系性論述的專著；但也正因為如此，作者面
對材料的態度與經典考證的成果，勢必影響對道教史的理解。就如本
書對古靈寶經系當中，元始經系和仙公經系的作成先後問題所採取的
研究方法與詮釋，便是最佳的例子。不論如何，像這樣深入原始材
料，從經典的思想因子、神格體系等內在理路來進行道教史研究的方
法，以及批判性地吸收前賢成果後，在史料考訂的紮實基礎上提出新
見的態度，是本書的特色，亦為值得研究者學習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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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或許是作者的寫作策略與銳意革新之故，本書有幾點
或可再加以完善之處，底下謹說明評者管見。

首先，讀者在通觀全書後，對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史將有一定程
度的掌握，但因作者採取在各篇先論證經典成立年代，再按此展開歷
史論述的分章論列寫作方式，加上對於道經作有限度的選擇和大量考
證文字的情況下，本書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歷史圖像略顯扁平而斷裂，
不甚鮮明。作者試圖透過最接近六朝道經的敦煌寫本來重建中古道教
史，但由於所揀選的寫本多具特殊性與地域性，且未與其他史料，如
正史、志怪文學，以及墓券、造像碑刻等出土材料作結合考察之故，
而只藉這些缺乏強力內在連結的教內材料來建構道教史，其所形塑出
的歷史圖像將變得碎裂、且獨立於歷史情境之外，是可以想像的：中
古時期的道教究竟如何與社會、國家、佛教與巫覡等傳統互動，教團
內部的消長關係與南北道教如何交流等，讀者所知十分有限。作者或
為彌補此一空缺所提出的論述架構，因材料的單一和文本的性質，讀
者對此論述的真實性也不免將持保留態度。

再者，本書雖為「敦煌講座書系」中的一部，且以敦煌道經為主要
分析對象，但作者除了在「導言」以兩頁左右的篇幅簡單介紹敦煌道經
的歷史背景，和「參考文獻」列出王卡與大淵忍爾的兩部專著外，便無
更多對敦煌的整體描述與參考資料。讀者讀完全書，仍不知道敦煌至
今出土了多少道經、各自散落於何方；也不清楚敦煌道經寫本的形制
與製作方式，和敦煌道教的實況及其與當時歷史環境的連結。在這種
情況下，若對中古道教史沒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且又缺乏敦煌背景知
識的讀者，在初讀這部以寫本考證為經、以作者創見為緯的作品時，
恐怕會感到萬分艱難。除了另闢專章作說明外，作者若能臚列幾本重
要的基礎參考讀物，如日本學者所編纂的《敦煌と中國道教》，8 或敦
煌學大家榮新江的《敦煌學十八講》等，9 當有助於讀者理解。

此外，作者在解讀史料的正確性，以及運用材料的態度上似乎有
待商榷。如頁109討論《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飛經》，作者將《道藏》本的
文字：「九天丈人受太空靈都金真玉光于（於）元始天王」解釋為「亦即

8 金岡照光等編：《敦煌と中國道教》（東京：大東出版社，1983）。
9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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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九天丈人傳給了元始天王」，這部分當是誤讀，應是元始天王傳
給九天丈人；如此，作者隨後的論述也就不得不作修正。在頁67，作
者在懷疑張陵與《想爾注》關係的立場上，認為佛教材料「來自佛教攻
擊道教的材料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但在頁324，則據同樣是佛教攻
擊道教的《辯正論》引用道經《本相經》「坐禪者斷煩惱」一文，來推論
《道藏》本的「坐思」可能為「坐禪」。有時則是較武斷的分析，如頁336

談「氣」的概念，提到：「對『氣』的認知，可以說是構成整個道教理論
大廈的基石之一，則是堅決不容佛教觀念來染指的」，但如其他研究
者所指出，古靈寶經已出現以佛教的「梵氣」取代「道氣」的觀念。10 

這些小問題雖瑕不掩瑜，卻可能使讀者對於作者的經典分析成果持
疑。

最後，是關於學術規範的問題。翻閱作者已改寫收入此書的論
文，可知道作者對於論文規範的態度十分嚴謹，惟本書或許如作者在
〈後記〉所言，為了符合講座體例的需求，儘量略去了論文式的論證
（頁417），然而書中多處提及前人研究，卻並未註明出處；這不僅不
利於讀者查閱，或將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以上評論不無吹毛求疵，但評者相信這並不會削減此書在中古道
教史著作中的重要性：對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史感興趣的研究者而
言，此書將是一塊厚實的敲門磚；而對當前中古道教史的多數研究者
來說，亦不啻為一把檢視諸般成說的利斧。通覽全書，當可感受到作
者欲透過道經建立中古道教史的雄心，面對豐碩的前人偉業所具有的
不卑不亢的態度，自由駕馭諸般重要的道經，卻又治絲而不棼的分析
能力，和在史料中挖掘出不同於前說的敏慧眼光，以及最重要的：保
持對學術的高度熱忱與一顆開放的心靈。

李龢書
東京大學大學院

10 李龢書：〈論古靈寶經與早期道教—以道與至尊神為考察核心〉，《史原》復刊1
（2010），頁91–93；謝世維：〈元梵恢漠：道教靈寶經典中的「梵」觀念〉，《大梵
彌羅：中古時期道教經典當中的佛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頁193–
238。




